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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 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灿烂

农业文明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在资本主

义“坚船利炮”的侵略下，沦落为被侵略、被

欺辱、被瓜分的半殖民地国家，甚至面临着“亡

国灭种”的危险，因此从清末的“洋务运动”

到孙中山的建设计划，再到南京国民政府发展

国家资本的政策，都是将政府主导和发展重工

业作为强国之本。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

实现了民族独立，但是经济落后的面貌并不会

因革命成功而改变，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

的经济落后大国，国家安全和统一仍然受到威

胁。因此，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建立

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工业，就成为

1978 年以前工业发展的基本战略。1978 年改革

开放以后，虽然在 80 年代为了修正前 30 年轻

重工业严重失衡和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

手鼓励轻工业的发展，但是中国经济一旦突破

“温饱”的界线后，出于消费结构升级和进一步

工业化的需要，工业发展再次呈现出“重化”

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并不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的。21 世纪前十年

所表现出来的工业发展“重化”的特点，必将

导致下一步从资本密集型、规模型工业化向技

术密集型、创新型工业化过渡。这是中国作为

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工业化的规律。2012 年以后，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也是中国的工业

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同

时中国也以更加开放的新格局来促进产业结构

调整和升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总结了人类历史

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化是

社会一切变化的基础和最根本的因素，而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生产工具的进步、

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则又是

社会进步的最终动力，而这种进步的最重要表

现之一，就是产业结构的演变。这既可以从古

代社会的三次社会大分工，从而形成以人畜力

为主要生产动力、以手工工具为主要生产工具

的古代农业文明看出，也可以从近代以来以工

业化为标志的以现代能源和动力为主、以机器

生产为主的工业文明看出，产业结构经历了一

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

而这个过程从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呈现出

不断加速的趋势。

中国自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推

行郡县制以后，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

逐渐形成了多民族、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大

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国古代曾经

创造出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

里都处于世界前沿。但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

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启示

武 力

DOI:10.16624/j.cnki.11-3844/d.2016.03.002



5HUNDRED YEAR TIDE 

百 年 潮

本
刊
特
稿

陆”以后的 300 多年里，西方经历了第一

次全球化浪潮、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

开启了工业文明时代，也走到了东方和中

国的前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

主义迫使那些落后民族或国家或者采取其

生产方式或者灭亡。中国就是在西方列强

的不断侵略和压迫、面临“亡国灭种”的

形势下开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

如果从 19 世纪 60 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

计算，近代以来的中国工业化经历了清王

朝、民国时期、新中国改革开放前、改革

开放以来四个历史时期，时间长达 150 年。

在这 150 年里，中国的工业化历程的特点

以及所反映出来的规律很值得探讨。这里，

笔者想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即从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这两

对矛盾运动的视角，来探索中国产业结构

演变，也就是工业化所反映出来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规律。

一、中国传统经济达到农业文明高峰

（1840 年以前）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建立在

传统农业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最近十

年研究成果说明，中国在 1840 年以前的农业可

以说是接近传统农业发展的顶点（这里所说的

“传统农业”，是指现代工业及科学技术产生和

影响农业之前的凭畜力、经验和天然肥料耕作

的农业），由于它的生产水平已经能够养活众多

的人口，而在耕地资源难以增加的条件下，虽

然就部分人来说，可以通过占有和转让耕地的

使用权来增加收入，但是从总体人口来说，提

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和欲望，就不得不通过提高

单位面积产量和兼业来实现。几乎可以说，从

唐中期“两田制”崩溃以后，由于土地资源的

稀缺程度高于人力资源的稀缺程度，人们对耕

地的占有欲望就超过了对劳动力占有的欲望，

这恐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经济不同于欧洲

封建庄园和农奴制的根本原因。

由于土地资源稀缺程度远高于劳动力，而

农业又是社会的主要产业（商业、手工业的发

展繁荣是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的，并且吸纳人

口有限），因此土地的使用费（即租金）就较高，

这不仅使得大土地占有者出租土地比自己直接

经营更合算，佃农不得不接受较高的租金，从

而只能靠尽量增加耕地产出和从事家庭副业以

维持和争取改善生活；而且对贫农和自耕农来

说，由于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很小，随着家庭人

口的增加，即使要保持生活水平不变，也不得

不靠增加耕地单位面积产量和发展家庭副业来

解决。这里还不包括随着经济发展国家税赋不

断加重的压力。因此，以雇农、贫农、自耕农

为主体的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就成为农业生产组

织的主要形式，因此土地兼并与分家析产而导

致土地经营的细碎化就成为并行不悖的两种趋

势。而耕地单位面积上的高投入和高产出，则

成为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并由此创

造出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即以传统农业为基

础的高度发达的流通制度和官僚政治制度，以

及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围广大、文化繁荣

等等。

大量农业剩余的存在，为手工业和商业的

鸦片战争前中国农村的家庭纺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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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供了基础，而大一统的国家和内部区域

之间的经济差异，不仅为商品经济和贸易创造

了巨大需求，也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实际

上从商代开始，商人已经是社会经济中的活跃

分子。“日中而市，聚天下之人，致天下之货，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到唐代，商业已经非常

发达：“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

人，尽去作商贾。”诗人元稹在《估客乐》描述

了商人经营地域的范围：“求珠驾沧海，采玉上

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

蜀地锦织成。”宋元时期，海上贸易也获得空前

发展。宋朝王十朋曾以“北风航海南风回，远

物来输商贾乐”的诗句，描写商人利用季风进

行海上贸易的情景。

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

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是它的进一步发

展又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促使作为生产要素

的土地所有权频繁变动，即所谓“贫富无定势，

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出现“千

年田换八百主，十年田地转三家”。甚至出现土

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两权分离”的田底权与

田面权、永佃制等制度。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与

同期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已经高度商品化、

市场化。

但是到了清中期以后，随着农业生产力

的大幅度提高和人口的激增，作为农业文明

基础的耕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已经显示出不能

满足人口需要的尖锐矛盾。当时就有人形象

地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

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

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

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

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马尔萨斯当年提

出的所谓“人口陷阱”理论对于工业文明来

说是不适用的，但是对于依赖耕地的传统农

业文明来说，还是具有一定道理的。中国小

农经济在明清以来普遍存在兼业以及牲畜的

小型化，以及黄宗智提出的中国传统农业的

“内卷化”都反映出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发展

困境。

二、近代内外交困，工业化进展缓慢

（1840—1949）

工业革命在西方的兴起及快速推进，使世

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按照有些研究者

的观点，在此前相当长的历史中，“世界发展过

程的空间焦点长期在东方徘徊”，亚洲尤其是中

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领先而不是落后于欧洲。然

而，中国的这种地位随着侵略者的入侵、鸦片

战争的爆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发生了颠覆性的

变化。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受到西方列强

侵略，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高度

发展的农业文明难以抵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列

强的坚船利炮，如何完成工业化成为近代中国

面临的重要任务。但无论是清政府、北洋政府

还是国民政府统治的 100 多年里，中国都未能

实现“机船路矿”的充分发展，完成由传统农

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陷入“积贫积弱”和“落

后挨打”境地。据麦迪森估计，1820 年中国

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33%，居世界首位；

到 1900 年则下降 11%；到 1950 年则进一步下

降到 5%。另据麦迪森估计，1820 年至 1952 年

间，中国 GDP 和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分别

为 0.22% 和 -0.08%，而同期欧洲的 GDP 和人

均GDP则分别为 1.71% 和 1.03%。

中国现代工业的发端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

后的 19 世纪 60 年代，是中国在 20 余年间一败

再败于西方列强，对现代工业有了切身感受之

后。应该说，中国引进和发展现代工业，最主

要的原因是为了抵抗西方的武装侵略和经济掠

夺。此时的世界，在欧洲，经过 19世纪 40年代

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西欧和

美国已经完成了以蒸汽机为动力、以轮船和铁

路为代表的初步工业化，正如列宁所说的：“资

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

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

迅速。”又说：“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最主要的

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结果，是世界贸

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结果和最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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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孙中山在 1894 年《上李鸿章书》中亦

说到铁路的重要性：“凡有铁路之邦，则全国四

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

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

岂特便商贾之载运而已哉。”在列强企图获取中

国路权的刺激下，中国铁路缓慢发展起来。

机器制造是近代工业化的重点，曾国藩在

1860 年就提出：“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

期永远之利。”他还提出：“欲求自强之道，总

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

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

鸿章在 1864 年也授意丁日昌密禀：“船坚炮利，

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国亦在此。”“彼既

恃夫所长以取我之利，我亦可取其所长以为利

于我。”李鸿章也强调机器制造的作用和工业化

的意义：“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

强之本。”中国在学习西方时首先面临的是代表

西方工业的“船坚炮利”的侵略，而“船坚炮

利”的基础则是煤、铁，李鸿章指出“船炮机

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张之洞也指出：

“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

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

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

而后商贾有贸迁之资，有倍蓰之利。”

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于 1865 年购买了外

国人开设在上海虹口地区的旗记铁

厂，并将原有两洋炮局并入，组成

新厂，定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

局”，制造船炮军火和各种机器。

1867 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迁至

城南高昌庙现址，并建立了翻译

馆。翻译馆不仅造就了徐寿、华蘅

芳、徐建寅等中国近代第一流的工

程专家，而且成为全面介绍、学习

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对中

国早期工业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

在 1895 年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标

志着清政府主导的工业化的失败。

进入 20 世纪以后，随着西方

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出现

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新一轮浪潮，中国的国家安

全问题不仅没有缓解，而是日益严重。第一次

世界大战以后，持续不断的局部侵华战争最终

演变为要灭亡中国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这种

外患日益严重的局面是与中国缺乏支撑现代国

防工业的重工业基础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已经

成为制约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瓶颈。也

因此，孙中山在 1919 年发表的《实业计划》中

提出以发展现代交通运输和钢铁工业为中心。

在晚年，孙中山又写成《十年国防计划》，在这

个被孙中山称为“救国计划”的军事与国防纲

领中，孙中山甚至提出要训练 1000 万国防物质

工程技术人才。孙中山认为，“中国欲为世界一

等大强国，及免重受各国兵力侵略，则须努力

实行扩张军备建设。”

自 19 世纪 60 年代清政府首先出于国防的

需要认识到了“机船路矿”的重要性，到南京

国民党政府仍然是从国防的需要想大力发展重

工业，但是近代 100 多年里，中国的重工业发

展是非常失败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腐败

所致。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实质上是后发大国

在亡国的威胁下不得不实行的“赶超型”发展，

即直接发展当时外国先进的国防工业所依赖的

重工业，而这种投资大、周期长、人才要求高

的产业，带有嵌入式独立发展的性质，最有效

1865 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的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最大的军工厂，

主要生产枪炮子弹，也制造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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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就是依靠政府的支持甚至直接兴办，德

国、日本等后发的帝国主义列强就是依靠政府

的力量。因此，要实现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跨越式工业化，前提就是必须拥有一个高效的

政府，而中国在 1840 年以后所面临的问题，则

是清王朝进入中后期所表现出来的严重腐败。

这种政治腐败并没有因清王朝灭亡而消失，却

继续被北洋政府、南京国民党政府所继承甚至

有所发展。这导致以重工业为特征的“官办”

企业、国营企业效率极低，中饱私囊、裙带关

系普遍，贪污盛行，甚至实际上变为某些官僚

控制的个人企业，从而被称为“官僚资本”。

虽然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就开起了近代

工业化的历程，但是中国工业化举步维艰。从

抗战前夕工业自给率来看，我国重工业部门远

未能独立，石油、汽油、钢铁等重要基础工业

更是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参见下表）。1937 年之

后十余年的战争更阻碍了中国工业化进程。1949

年我国重要工业产品无论是从总量还是从人均

角度来看不仅与美国相差很大，而且也与发展

中国家印度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经济在世界的

地位不断下降。

三、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独立工业体系的形成

（1949—1978）

由于近代中国 100 多年来工业化的失败，

到新中国成立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已经

经历过以蒸汽机、煤炭和纺织业为代表的第一

次工业革命和以电力、石油、钢铁和水泥为代

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在战后进入了以核能、

电子、化工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而中国

还没有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这种工业发展水

平的严重错位，是新中国实行赶超战略的客观

条件和要求。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

的是被战火严重破坏的工业基础。抗日战争

前机器大工业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0% 左右，

又遭受战争的破坏，1949 年与抗战前的最高

年份相比，工业产值降低了一半，其中重工

业约降低 70%，轻工业降低 30%。1949 年至

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政府着重恢复和

利用现有设备和生产能力，重点投资重工业和

国防工业，促进地方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鼓励

私人投资工业等措施，使工业生产迅速得到恢

1949 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美国、印度比较

中  国 美  国 印  度

产品名称 总产量 人均产量 总产量 人均产量
总产量为
中国倍数

人均产量
为中国的
倍数

总产量 人均产量
总产量为
中国倍数

人均产量
为中国的
倍数

原煤
*

0.32 0.06 4.36 2.92 13.63 49.47 0.32 0.09 1 1.53

发电量
**

43 7.94 3451 2313.19 80.26 291.39 49 13.85 1.14 1.74

原油
***

12 0.000222 24892 1.668497 2074.33 7531.46 25 0.000707 2.08 3.19

钢
***

15.8 0.000292 7074 0.474166 447.72 1625.58 137 0.003872 8.67 13.27

生铁
***

25 0.000462 4982 0.333941 199.28 723.54 64 0.001809 6.56 3.92

水泥
***

66 0.001218 3594 0.240904 54.45 197.71 186 0.005257 2.82 4.31

注：*表示在总产量栏下单位为亿吨，在人均产量栏下单位为吨，** 表示在总产量栏下单位为

亿度，在人均产量栏下单位为度，*** 表示在总产量栏下单位为万吨，在人均产量栏下单位为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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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1952 年工业总产值 343.3

亿元，与 1936 年相比，增长

了 22.5%，1950 年至 1952 年

年均增长 34.8%。到 1952 年

底，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大超

过 1949 年的水平，也超过了

旧中国的最高产量，其中钢产

量增长最快，1952 年比 1949

年增加 7.54 倍，比历史最高

水平增加 46.3% ；生铁产量

比 1949 年增加 6.72 倍，比历

史最高水平增加 7.2%。

中国从 1840 年开始与资

本主义列强正面接触到新中

国成立时，其经历是痛苦的。

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受

害者和中期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新中国

建立后，又面对朝鲜战争、台海危机、越南

战争、中印边界和中苏边界冲突的威胁，必

然对国家安全问题十分忧虑和不安，存在着

强烈的防范心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危机感”，在 1949

年以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表现为对国际上的

危机仍有着过高的估计。因此，中国不仅要

进行工业化，还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

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

础”。哪怕这种非均衡的发展代价很高，直

接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就像著名的经济

史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所说

的：“反抗更先进的国家的入侵—素来是从

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和最强

大的推动力，其重要性至少与利润动因等量

齐观”。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三年的国民

经济恢复，中国逐步走出了战争的创伤。但当

时中国现代化建设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从国

内的角度来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稀缺，市

场发育不完全，工业化水平低，重工业极不发

达，区域经济差异较大；而在国际上，美苏两

国对峙，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更加使得中

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紧张。在积弱的经济基础

与恶劣的外部条件下，中国如何跨越“贫困陷

阱”，克服“低收入导致低储蓄——低投入——

低生产率——低收入”的“贫困循环”，成为我

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这个大背景下，由于重工业发展所具

有的正经济外部性，以及它在保障国家安全

方面的重要性，使得我国选择了优先重工业

的发展战略，正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

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

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

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

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

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但是要优先发展

重工业，就需要集中有限剩余，即通过强大

动员能力的政府，调动国内资源来突破贫困

性陷阱。1953 年，我国正式确定了优先重工

业的发展战略。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以下

几个特点：（1）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

（2）优先发展重工业。（3）以外延型的经济

发展为主。外延型的发展是指实现经济增长

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4）从备战

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

建设中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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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5）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

行进口替代。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

中，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建立现代国防工业

又是其中重中之重。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产业经济的转移是从

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而在特定历史背

景下，我国选择了当时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重

工业优先发展，这使得我国需要进行超越常规

的制度安排才能完成跨越式发展。围绕着优先

重工业发展的目标，我国逐步形成扭曲的产品

和要素价格的宏观环境，以至建立高度集中的

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

机制。

经过 30 年艰苦曲折的发展，尽管付出了

很高的代价，但是到 70 年代末，中国基本建立

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比较先进的国防工业体系，

既保障了国家的安全，也为工业化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四、改革开放与产业结构升级

（1979—2012）

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里，在计划

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工业发展既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留下了诸多的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经

历了一个飞跃式的转换和升级，工业化和城市

化快速推进，工业化将在预期的 2020 年左右

实现。

1978 年以后，在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还

针对长期形成的积累与消费关系失调、轻重工

业严重失衡状态，经济发展战略也进行了调整，

即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轻重工业均衡发展，

并进行了国民经济调整。整个 80 年代，轻工业

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

军突起”，为改变轻重工业失衡发挥了重要作

用。1985年至1988年间，轻工业持续高速发展。

这几年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都超过重工业。长期

的消费品短缺所导致的巨大需求也成为轻工业

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979 年至 1981 年轻工

业的增长速度超过重工业，重工业比重 1981 年

下降到 48.5%。此后直到 1997 年重工业比重一

直保持在 52%左右的水平。 

1979 年至 1997 年中国产业呈现出均衡发

展态势，第二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占

GDP 比重维持在 45% 左右，第三产业比重不断

上升，从 1979 年 的

21.6% 上升到 1997 年

的 34.2%，农业比重

下降，从 1979 年 的

31.3% 下降到 1997 年

的 20% 以下。从轻重

工业的比重来看，重

工业比重由 1979 年的

56.3% 下降到 1997 年

的 51%。伴随重工业

比重的下降，轻工业

比重上升。在产业结

构调整过程中，我国

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

期，人均收入由 1979

年 的 419 元 上 升 到

6420 元。经济高速增

1980 年 8 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完成了设置特区的立法程序。这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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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短缺经济。1997 年

下半年，国内贸易部对我国 613 种主要商品的

供应情况排队，结果发现供不应求的商品仅占

1.6%，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 66.6%，供过于

求的商品占 31.8%。

1997 年中国告别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存

在的“短缺经济”，首次出现买方市场，1998 年

中国人均 GDP 超过 800 美元，资本稀缺的局面

也得以改善，告别了贫困国家的行列。但内需

不足开始困扰着中国经济发展。

1997 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

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不利因素，国内有效需求

不足，国际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

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1998 年至

2000 年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

国债筹集资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

同时以更积极的态度融入世界经济。2001 年底

中国通过加入WTO，使得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

资源上了一个新台阶，出口成为拉动中国工业

化的重要力量。

投资和出口的大幅度增加，再加上国内消

费结构的升级（以住房改善和汽车进入家庭为

标志），中国在新世纪进入了重化工业重启的

新阶段。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且

与轻工业增长速度的差距越来越大，重工业

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60.2% 提高到 2011 年的

71.8%，11 年提高了 11.6 个百分点。再从产

业结构来看，1998 年我国第二产业占 GDP 比

重为 46.2%，2012 年为 45.3%，始终是国民经

济的支柱性产业；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1998

年为 36.2%，2012 年为 44.6% ；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 1998 年为 17.6%，2012 年下降到了

10.1% 左右。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 GDP 从

1998 年的 817.1 美元上升到 2012 年的 6071.5

美元。从工业内部的结构来看，轻工业在 1998

年、1999 年不到 50%。2000 年以后中国工业统

计的口径发生改变，中国规模以上企业轻工业

比重 2000 年为 39.8%，在同一口径内 2011 年

下降到 28.2%。从六大高耗能行业来看，我国

除了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工业之外，其

余的高耗能产业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工业总产值

的增长率。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我国告别了困扰

多年的“短缺经济”，逐步完成从“卖方市场”

向“买方市场”转变。1998 年在内需不足和亚

洲金融危机双重压力下，为保持经济增长速度，

政府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推动城市化、房地

产发展，加快进入 WTO 等措施，1998 年经

济增长速度保持了 7.8%，2000 年开始我国经

济保持了 8% 以上的增长速度。在经济高速增

长的同时，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重化工业重启

的特点。2000 年重工业占工业比值为 60.2%，

2005 年达到 68.9%。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再

次带来了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我国政府再一

次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投资四万亿并且带动了

20 万亿的投资，城市化与房地产行业在这一时

期高速推进。重化工业占工业比重进一步上升

到 71.8%。

五、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

（2013 年以来）

经历了新中国 65 年的高速增长，中国虽

然成为了工业大国，但仍然不是一个工业强

国。虽然中国的 500 多种工业产品中有 220 

余种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核心产业的

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价值

链的低端环节。我国大型民航客机，百分之百

从国外进口；石化装备的 80％、数控机床和

先进纺织设备的 70％依赖进口。如果在核心

技术上，中国不进行突破，很容易被锁定在产

业结构和价值链的低端，极易陷入“中等收入

陷阱”。

经济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进的。“十二五”

期间我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

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的同时，经济

发展也开始进入增长速度放缓、结构调整紧

迫、发展动力转换的新阶段，又被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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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新常态”。进入“十三五”以后，实现经济

的中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迈进中高端水平是

我们在新的发展理念下的重要目标，也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保障，而加强供给侧

的改革，即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则是

矛盾的主要方面。

1997 年出现“买方市场”时，为解决供

给侧“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产能过剩”的问题，

我国在采取扩大内需和外贸的同时，也在继

续采取供给侧管理政策，即产业结构升级，

但是供给侧的改革因牵涉到资本沉没、财政

减收、金融风险以及失业压力等，难度较大，

加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不平衡，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因此实际

上供求管理政策的重心就自然转到了需求侧。

而十几年的政策实践证明，需求管理政策没

能根本地改变供给的结构性问题，在产能、

库存、债务和资源环境的多重压力下，以需

求管理为主的政策已经很难奏效。要想真正

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还应当主要从供

给侧入手进行改革。

十几年来，为了避免去产能、去库存所

导致的资本沉没、失业增加、财政困难和金

融风险，我国被迫一再延续需求管理政策，

从而走上了“产能过

剩—增加投资以刺

激需求—产能过剩

加剧—再增加投资

刺激需求”的路径，

试图依靠这种增加生

产资料生产的内部循

环来消解产能过剩，

而低端产能过剩又导

致这些行业利润低微

和投资风险加大，于

是就出现资本转向房

地产，从而导致房地

产业库存不断增加，

出现泡沫。由于需求

管理政策所带来的粗放增长模式也使得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缺乏动力，难以推进。因此，

要想成功实现供给侧改革，就必须痛下决心，

不仅要切断粗放型增长模式的干扰，确保资

源流向供给侧，还要学会打“组合拳”，做好

企业破产和资产重组，银行债务处置和金融

风险化解，以及失业、转业的职工安置等配

套措施，这样才能保证在社会稳定和经济中

高速下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从

而保证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为未来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是过去几十年政策演

变带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需要指出，强调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需

求管理政策的任务已经完成，更不能在供给侧

改革上急于求成、操之过急，走上另一个极端。

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整体脱贫、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有效需求的空

间仍然很大，全国人民对于扩大有效需求都抱

有很高的预期。而且，随着“一路一带”战略

的实施和“开放、共享”理念的提出，中国的

产品、产能和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必将加快，需

求管理政策仍将大有作为。（编辑 叶 松）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至 29 日

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

建议


